
 

 

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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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是中国采取市场化方式治理跨界水污染的重要探索，是中国在生态

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又一制度创新，但是关于横向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的

探讨并不多。文章将 2011 年安徽省和浙江省签订的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协议视为一次自

然实验，根据政策实施范围，将位于政策受偿区域（黄山市）的企业作为实验组，运用双重差分法，研

究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和企业

特征等控制变量以及时间、企业、行业和城市固定效应之后，该政策的实施通过税收减免、政府补

贴、劳动生产率提升和资本深化等机制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改善效果具有可持续

性。企业年龄异质性结果显示，只有企业经营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该政策才能够显著地改善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行业异质性考察结果显示，当企业处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时，该政策的实

施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企业处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时，该政策的实施则对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产生了阻碍作用。文章不仅证实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样板意义，而且为

今后的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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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在快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生态退化和环境恶化问题，其中又以水污

染的危害最大。2016 年在 1 940 个国家地表水水质监测点中，Ⅰ类和Ⅱ类水仅占到 39.9%。虽然

国家出台了“水十条”，但河流水质尤其是跨界河流水质要实现根本性改善仍任重道远。面对河

流这种典型的准公共物品，中国政府过去主要采取行政命令方式来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但收

效不彰。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积极探索具有市场化性质的横向生态补偿政策，而党的十九大报

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相较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工

具，以混合方式为特征的横向生态补偿，通过弥补环境治理中的市场缺失，实现环境外部成本的

内部化，有效地改善了生态环境问题（Wunder 等，2008）。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过程中的重要制度保障，对保护生态环境、改善农户生计以及企业的技术进步均具有重要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在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实施目标逐步由最初的单一目标（改

善生态环境）变为多目标（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Hayes 等，2015）。其主要原因就是受偿地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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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地方，“饿着肚子保护环境”无法

提供解决环境污染的长效机制。中央将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作为经济落后地区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的重要政策措施，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并将发展成果惠及民生，真正实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过程中，发展引擎从传统的依靠能源资源和低人力成本等

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刘瑞翔，2013），转向依靠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向上来（刘世锦等，

2015；蔡昉，2018）。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刘世锦等，2015）和中国

经济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施震凯等，2018）。横向生态补偿受偿地区往往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的地区，因此生态补偿的受偿地区也急需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转型升

级，缩小和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落后地区的人口红利需要进一步释放，在完善生产要素资

源配置的基础上，着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够通过发展工业提升地区经

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让居民搭上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快车。唯有如此，横向生态补偿才能够

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因此，研究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整体上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会给上游地区带来保护环境的激励和更大的压力，

促使上游地区政府加强环境保护，增加对企业排污税的征收和对技术改造的补贴，淘汰落后产

能，而这些措施都会倒逼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随着实践和理论认识的逐步深入，学者们逐步将经济发展和减贫纳入了横向生态补偿政策

的研究框架，探讨横向生态补偿如何在改善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实现受偿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减

缓的双重目标。有研究指出，虽然环境保护和改善是横向生态补偿的首要目标，但是作为“副产

品”，横向生态补偿也可以有效地改善农村居民的生计条件（Ingram 等，2014）。更多的研究者认

为经济发展或者减贫就是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例如，Pagiola 等（2005）以拉丁美

洲为例，表明当环境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logical/Environmental Services，PES，在中国一般被称

为横向生态补偿）的设计结合当地比较优势时，可以有效降低贫困；Nieratkaa 等（2015）通过入户

调查并结合案例分析得出，墨西哥的 PES 项目不仅实现了环境保护，而且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增

加，提高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改善了收入状况，使收入分配更具公平性；Vorlaufer 等（2017）通过

分析固定支付比例 PES 和再分配支付 PES 两种类型后发现，当收入水平更低的参与者面临较高

的机会成本时，再分配 PES 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可以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

Young 和 de Bakker（2014）和 Pynegar 等（2018）也证明了流域生态补偿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一般认

为横向生态补偿不仅可以提高受偿地区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可以通过宣传、培训等方式

增进受偿地区居民的农业生产技能，提高农业生产能力（Beauchamp 等，2018），改善当地的人力

资本水平（Jack 和 Santos，2017），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劳动生产率。横向生态补偿还可以有效缓解

资金压力，促进社会资本的增加（Alix-Garcia 等，2018），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促进企业发展。但是，

如果制度设计不准确或者相关的配套措施不完善，那么受偿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或者贫困可能

并不会得到改善，甚至可能会加剧政策的不利影响，使得受偿地区更倾向于不签订横向生态补

偿协议。

但是，横向生态补偿并非灵丹妙药，系统复杂性和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可能会对政策产生不

利影响（Börner 等，2017）。例如，Scullion 等（2011）研究表明，墨西哥的森林生态补偿项目虽然减

缓了森林砍伐，但是并未阻止森林资源的净流失。Kronenberg 和 Hubacek（2013）认为生态补偿会

造成落后的受偿地区产生“生态服务诅咒”，且随着生态补偿空间范围的扩大和补偿标准的提

高，补偿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加强横向生态补偿的制度建设，可以有效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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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偿地区出现不利情况的概率。国内学者基于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较少，更鲜有

针对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近 20 年来，随着环境服务付

费（横向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环境服务付费逐渐成为主流的环境治理方式。关于环境

服务付费对环境保护、减贫和经济发展的结论需要在不同的政策背景、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情

境下加以考虑。虽然环境服务付费的理论和实践在迅速发展，但是关于环境服务付费实践效果

的经验总结仍较为缺乏，尤其在中国，研究大多借鉴国外经验，实施时间较晚，更是缺乏针对中国

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政策制定和效果评估的文献。实证研究中，部分研究集中于调研数据

基础上的案例分析，而调研数据不仅存在较大的主观偏差，且局限于受偿对象的前后比较，从而

不能有效排除其他影响因素的干扰，造成检验结果的误差。

综上所述，随着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和项目设计实施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计量

方法评估横向生态补偿对生态环境、居民生计以及人力资本等的影响，但是鲜有文献聚焦到横

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及机制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从微观视角评价政

策经济效应的重要方面，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对于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因此，本文从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这一自然实验入手，探讨该政策的实施对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实现机制。本文以 200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运

用系统 GMM 方法计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该政策的实施对受偿地

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并从税收减免、政府补贴、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等四个方面

探讨了其实现机制。这不仅证实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样板意义，而且为今后

的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整体来看，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会提高整个流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福利水平；短期来

看，上游地区通过环境保护牺牲了较多的经济利益，故而上游地区处于相对劣势一方，并且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对上下游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和影响各不相同。由于上游地区积极进行环境保

护，下游地区的工业水处理成本随之降低，因水污染而引起的设备维修等成本也随之降低，因此

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生态保护的制约较小，甚至可能获得更优的经济发展条件。因此，学术

界更关注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状况。目前，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受偿地区的受偿意

愿、受偿情况以及受偿之后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问题。因而本文主要关注流域生态补偿受偿

地区在签订协议之后，为了流域水环境保护而牺牲的经济发展是否通过提高经济质量来获得一

定程度的弥补。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有：（1）在研究内容上，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环境效

应，而对经济效应的研究较少；即使有研究，更多的也是着重于小范围内的（多以单个或多个农

村为调研对象）农民脱贫，鲜有涉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并且，已有研究并没有能够很

好地解释清楚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本身的实施机制。本文则分析了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施机

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实施通过四种机制作用于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2）在数据与方法上，本文使用了相对较新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并使用双

重差分法以有效地降低内生性问题，提升实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3）横向生态补偿是

中国探索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制度创新。能否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的统一，以及能否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是一项制度创新。但

是，对其加以实证检验的研究却相对缺乏，本文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水

平的度量指标，实证检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进一步从企业年龄和所处行业进行异

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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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与机制分析

（一）制度背景

水污染尤其是跨界水污染是中国面临的重要环境问题。为了治理水污染和跨界水污染，

2006 年中央政府第一次将化学需氧量纳入官员晋升考核指标体系，并于“十二五”规划开始之年

进一步增加氨氮量作为约束性考核指标。针对跨界水污染纠纷不断的问题，中国环境保护部于

2008 年 7 月 7 日出台了《关于预防与处置跨省界水污染纠纷的指导意见》（环发[2008]64 号），要

求各地区通过建立联防联治模式，解决跨省界水污染问题，减少由此产生的跨界纠纷，维护社会

稳定。行政命令型的水污染防治模式结合官员水污染考核指标，易导致下级政府向上负责，这种

中央政府“推一下，走一步”的运动式治理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形成治理河流跨界水

污染的长效机制。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逐步提出积极开展生态补偿政策治理水污染的观点。

“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在此阶段，众多的生态补偿项目（退耕还林、草原生态补偿等）继续以纵向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实

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实行生态补偿制度，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并且完善

市场化机制等。经过几年的发展，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范围较窄，

试点地区较少。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见》指出，要健

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并提及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国办发[2016]31 号）提出要先行试点不同领域和不同区域

之间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到 2020 年跨地区和跨流域之间的生态补偿试点取得显著进步。

安徽省和浙江省于 2011 年签订了中国首个跨省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新安江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自此，中央政府逐步将横向生态补偿提升到了更加重要的高度，实施跨省横向生

态补偿的流域逐步由新安江流域扩展至韩江−汀江、九洲江、东江、滦河以及赤水河流域等 6 条

流域，截至 2018 年已经签署了 6 份跨省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

新安江流域经过两轮试点，于 2018 年开始第三轮试点。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试点

的实施，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跨界流域水污染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上下游地区以及上下级

部门之间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政策试点以来，黄山市“关、转、停”了众多企业，①新安江流域水质

稳中向好，省际考核断面水质长期保持在Ⅱ类水质的标准。

（二）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自愿基础上的协商谈判并提供经济激励也就具备了市场化的核心要素。在我国

环境治理尤其是流域跨界环境治理过程中，有必要引入市场机制也就是跨界横向生态补偿，通

过经济激励（补偿或赔偿）来实现上下游地区之间的利益捆绑，解决中国流域环境污染治理的行

政分割问题。上下游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问题负责，并且上下游地方政府是居民、企业和

社会团体的代表，作为交易主体进行博弈，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私人主体之间的谈判存在信

息不对称、监督成本高昂和博弈对象众多等问题，过高的交易成本容易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政府

作为代表可使交易市场成为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一对一的博弈，从而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

度、监督实施成本、交易成本。中央政府作为第三方中介的参与不仅可以提高上下游地方政府参

与谈判的积极性，通过改变考核机制还可以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总之，中央政府作为协调

者和仲裁者，可以降低横向生态补偿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监督水平，降低道德风险。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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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



本文主要以上下游地方政府作为参与协商谈判的主体，以确定交接断面水质标准作为设计经济

激励机制的核心要件，在总结现实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案例的基础上，根据水质标准的谈判

和经济激励的方向进行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机制设计。

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是流域内上下游地方政府出于降低水环境污染、改善水环境质量的

愿望，通过双方协商达成河流跨界水质标准，如果上游来水质量达到了协议水质标准，则下游政

府给予上游政府一定的经济补偿（如果来水质量未达到水质标准则可能由上游政府给予下游政

府一定数量的经济赔偿）的制度安排。通过商定水质标准来确定资金流向，实现对上下游地方政

府的激励和约束。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以水质作为谈判标准，以水质是否达标来确定产权（经

济发展权和环境舒适权）的归属，通过水质标准明晰了产权，有效地规避了自然资源产权不明晰

的难题，从而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入来提高解决环境问题的效率。

（三）机制分析

“对赌”形式的横向生态补偿对上游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很强的倒逼机制，是实现“绿

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统一的机制创新。以试点为基础，统筹黄山市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产

业结构调整、污染防治。黄山市主要通过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低碳环保产业和生态旅游业来

促进产业升级。而且，地方政府还通过精准运用横向补偿资金来推动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入

园发展，同时利用环境规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由于我国流域的上下游地区普遍存在着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进规律，下游地区比上游

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游地区的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率先达到拐点，具有更强的

水环境保护能力和愿望（许凤冉等，2010）。因此，往往是下游地区首先提出环境保护目标，双方

博弈过程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补偿达到上游地区的要求，才可能达成协议。而协议通过水质标准

对上游地区的约束能力更强，因为上游地区的削减排污如果不能达到协议要求，不仅失去了一

定的经济发展机会，而且无法获得下游地区的经济补偿，可谓“损兵又折将”。因此，通过市场化

的机制，激励上游地区更多地进行污染治理。而且上游地区通过改变官员的晋升考核标准（由以

经济考核为主变为以环境考核为主）进一步促使上游地区将经济发展内嵌于环境治理过程中，

环境治理成为上游地区发展的“总纲”。

1. 税收减免机制。企业无论是扩大再生产还是进行研发投入都需要资金支持，当企业税收

缴纳减少时，企业的利润就会增加，从而提高企业留存收益，最终影响了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企

业内部资金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压力，缓解了融资约束（Moll，2014），使得企

业对新技术、新设备、高技术人员以及研发投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进一步激励企业增加环保

投入和科技投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活动最大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如果企业面临着

较大的税收负担，企业则会降低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Evans 和 Leighton，1989），因为这种不确

定性会增加资金短缺，进一步限制企业的发展。但是当税负降低时，企业面对创新失败的“余

地”增加，因此在税收负担较低的情况下，企业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创新活动，并且对于创

新活动失败风险的担负能力增强，从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再者，面对较高的税收负担，企

业会增加避税动力和寻租成本，并且会通过税负转嫁降低社会最优产出水平（刘啟仁和黄建忠，

2018）。企业税负下降，可以促使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转移到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和行

业，降低地区资源配置的扭曲，进一步提高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2. 政府补贴机制。受偿地区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自身和外部资金较为缺乏，横向生态

补偿资金可以缓解企业资金短缺对地方企业发展的阻碍作用。受偿地区获得的生态补偿资金，

往往通过政府补偿的方式给予企业。因此，政府补贴是企业从外部获得资金支持的重要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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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欠发达地区缓解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融资约束的重要渠道（任曙明和吕镯，2014）。而且，

资金投入不足往往会阻碍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投入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横向生态补偿的政

府补贴机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第一种方式是，受偿地区政府

直接通过资金注入来改善企业由于环保支出和科技投入所产生的资金紧张状态；第二种方式

是，地方政府通过生态补偿基金等资金所产生的资金池作用（郭研和张皓辰，2020），放大生态补

偿资金效用，使得地方企业可以通过该资金池获得更多的资金，补充企业升级改造所需资金。所

以，地方政府补贴可以有效地缓解地方企业由于升级改造所需资金，从外部缓解企业的资金约

束（李思飞和靳来群，2015），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3. 劳动生产率效应。劳动投入是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渠道。人力资本的缺乏往往

会掣肘企业的发展。不论是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和结构都必须进行升级才能满足企业生存发

展的需要。通过横向生态补偿，受偿地区一方面对种植业和渔业劳动者进行培训，提供更多先进

农业生产工具，提高其农业生产效率，从而节省该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增加企业劳

动供给（吕炜等，2015）；另一方面受偿地区通过一系列专业的培训，增加劳动者的技能（Romer，

1990），通过提升劳动者素质来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企业资金的增加、技术升级改造和环保设

备的使用，也需要增加对员工的技能培训，以适应新的工作要求，从企业内部提高劳动者技能。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会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4. 资本深化机制。企业资本深化用企业资本与劳动力之比表示，可以有效度量企业的技术

选择情况。企业通过资本深化，引致有偏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而且可以增加企业先进设备，完善企业管理制度，改善企业的技术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宋建和郑

江淮，2020）。企业通过资本深化，促使企业的生产方式由高耗能、高污染和低产出向低投入、低

污 染 、 高 产 出 和 高 附 加 值 的 方 向 发 展 ， 企 业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因 此 得 以 提 升 （ 陈 汝 影 和 余 东 华 ，

2019）。首先，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引导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另一方面通

过资本深化加大研发与人才培养力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效率的提升（Madsen，2010），从而突破

企业发展的低谷。其次，资本深化可以改变投入要素的边际报酬，提高边际报酬高的要素产出

（Acemoglu，2002），促使企业增加该投入要素的比例，诱使企业产生偏向技术的创新，并且技术进

步的资本偏向程度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越快（李小平和李小克，2018；余东华等，2019）。

最后，资本深化可以改善企业管理方式、提高信息化水平，通过改进企业管理效率来促进技术效

率提升，进而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和变量选取

本文的企业数据来自 200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借鉴 Brandt 等（2012，2014）的处

理原则进行数据处理。此外，删除了 2008 年及之后成立的城市样本，也不包括西藏自治区样本。

城市和省份层面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1.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 GMM 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可以解决序列相关问

题（林毅夫等，2018），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选择性偏误。本文参考林毅夫等（2018）、Blundell 和 Bond

（1998）的计算方法，使用系统 GMM 来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2. 省级层面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各省实际 GDP）、各省贸易水平（各省进出口总

额）、各省科技水平（各省研发投入）、各省基础设施水平（各省道路面积）、各省人力资本水平（各

省在校大学生人数）。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各城市实际 GDP）、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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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出（各城市公共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各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各城市固定资产投

资）、城市人口（各城市年末总人口）、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各城市年末实际利用外资）。企业层

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用企业年度员工人数来表示；企业存续成立时间，企业成立时

间=统计年份−企业成立年份+1，企业年龄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存在着非线性关系（李平等，

2018），因此进一步加入企业年龄的平方项；企业劳资比例，用企业固定资产净值除以企业从业人

数进行衡量；企业是否出口，如果出口交货值大于 0 取值为 1，出口交货值小于或等于 0 则取值

为 0。控制变量中，除了企业是否出口、企业劳资比例和企业年龄的平方外，其余控制变量都进行

取对数变换；城市层面控制变量采用全市口径统计的数据值。

（二）模型设定

本文根据安徽省和浙江省签订协议的时间划分时间二元哑变量 Post，2011 年当年及之后

Post 赋值为 1，之前赋值为 0。位于黄山市内的企业归于实验组（Treated=1），位于黄山市外的企业

划为对照组（Treated=0），PES 为 Treated 和 Post 的交乘项。模型设定如下：

T FPc,i,t = α+βPES i,t +φXi,t +ηt +µc+λin+σi+εi,t （1）

T FPc,i,t PES i,t

εi,t

其中， 代表城市 c 的第 i 个企业在第 t 年的全要素生产率； 是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表

示企业 i 在 t 年是否为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受偿地区（黄山市）的企业，β 表示该政策的实施

对实验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净影响；X 为控制变量；α 为常数项， 为随机误差项；ηt、μc、

λin 和 σi 分别表示时间、城市、行业和企业的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本回归结果

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对受偿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见表 1。

其中，模型一控制了时间、行业、企业和城市的固定效应，但未加入其他控制变量，PES 的回归系

数为 2.017，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模型二加入了企业层面的

控制变量，PES 的回归系数为 2.319，并在 1% 水平上显著；在模型二的基础上，模型三加入了城市

层面控制变量，PES 回归系数为 2.327，并在 1% 水平上显著；模型四则是既固定了时间、行业、企

业和城市的固定效应，又加入了企业、城市和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PES 的回归系数为 2.303，并

在 1% 水平上显著。从模型一到模型四，PES 的回归系数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跨

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显著地改善了受偿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表 1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PES 2.017*** 2.319*** 2.327*** 2.303***

（0.082） （0.082） （0.094） （0.099）

常数项 −0.298*** 0.848*** 19.504** 40.617***

（0.001） （0.053） （9.133） （7.804）

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层面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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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根据如下公式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T FPc,i,t = θ+γPES i,t ×Yeart +δXi,t +µc+λin+σi+εi,t （2）

其中，Yeart 为时间虚拟变量，Yeart 以 2008 年为基期，之后某一年依次取值为 1，其他年份取值为

0；θ 为截距项；其余变量的解释同公式（1）。因此，回归系数 γ 度量了以 2008 年为基期的实验组

和对照组在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政

策实施前后的第 t 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否

存在显著的差别。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政策实施之前的年

份，也就是当 t 等于−2 和−1 时，公式（2）核心

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即在政策实

施之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并无显著差异，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满足

双重差分的共同趋势检验前提。

（三）时间效应检验

根据公式（2）检验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

生态补偿的实施对受偿地区企业全要素生

产 率 影 响 的 时 间 效 应 。 如 表 2 所 示 ， PES×
year2009 和 PES×year2010 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表明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平行趋势检验；PES×
year2011、PES×year2012 和 PES×year2013 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 1.799、1.776 和 1.666，且都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

补偿的实施对受偿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

改善效应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证实了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促进了受偿地区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改善。本文继续以公式（1）中的模型四为基础，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变换对

照组（只选取了安徽省内非受偿地区的企业为对照组）、②删除 2011 年前退出和 2011 年之后成立

的企业、进一步控制地区不可观测因素（加入省份乘以时间固定效应）、截尾（1 百分位和 99 百分

位）、缩尾（1.5 百分位和 97.5 百分位）处理以及调整政策时点。前五种稳健性检验中，PES 的回归

 
 
 
 

 

续表 1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基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Within-R2 0.000 0.032 0.036 0.048

Obs 559 489 559 489 559 489 559 489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以县聚类的变量估计系数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 2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影响的时间趋势检验

被解释变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回归系数

（γ）

聚类稳健

标准误

PES×year2009 −0.089 （0.214）

PES×year2010 0.171 （0.310）

PES×year2011 1.799*** （0.238）

PES×year2012 1.776*** （0.277）

PES×year2013 1.666*** （0.301）

控制变量，时间、行业、企业和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Within-R2 0.127

Obs 559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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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横向生态补偿试点的时间

图 1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行趋势检验

（2008—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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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所限，未列出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以和作者索取。

② 本文还选择与黄山市相接壤的安徽省、浙江省和江西省城市的工业企业作为对照组，检验结果仍然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

核心结论并未产生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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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数都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而反事实检验的 PES 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稳定可靠。

五、机制检验

本文将从税收减免、政府补贴、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四个方面探讨横向生态补偿产生改

善效果的机制。借鉴阮荣平等（2014）、李志生等（2015）的研究方式，本文将四种机制变量直接对

双重差分变量进行回归。回归方程如下：

Jizhic,i,t = θ+ϕPES i,t +δXi,t +ηt +µc+λin+σi+εi,t （3）

其中，Jizhic， i， t 代表四种机制变量；税收减免用企业销售税金表示；政府补贴以工业企业收到的政

府实际补贴额衡量；劳动生产率用工业企业总产值与企业从业人数之比衡量；资本深化用资本

与从业人数的比值表示；其余变量同公式（1）。实证分析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以及企业、行业、

城市和时间固定效应。

（一）税收减免

如表 3 中列（1）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表明实行新安江流域

跨省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之后，受偿地区企业的税负降低，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税负和完善结构性

减税政策来促使企业增加环保投入或增加科研支出，①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降

低企业税负可以有效地提升在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促

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经济活力，并且新进入企业具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吴辉航等，2017），进

一步提升了社会整体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二）政府补贴

如表 3 中列（2）所示，PES 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而政府补贴可以有效化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任

曙明和吕镯，2014）。补贴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工具（蒋为和张龙鹏，2015），但是政府补贴

应该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和临界性。如果政府补贴出现方向差错或者补贴额度过大则会阻碍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如果政府补贴方向正确且金额适度则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邵

敏和包群，2012）。

（三）劳动生产率

如表 3 中列（3）所示，劳动生产率对 PES 的回归系数为 0.594，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该

政策的实施通过促进受偿地区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改善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偿地区通

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劳动力转移数量，并且通过受偿地区地方政府进行劳动力培训以适应

新的劳动需求，提高了本地区劳动力的技能和结构水平，改善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企业也通过增加员工培训以适应新环保设备和先进设备的需求，同样有利于提

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四）资本深化

如表 3 中列（4）所示，资本深化对 PES 的回归结果为 1.543，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该政策

的实施可以引导企业更加偏向技术进步性的资本投资，从而带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

即证实了 Kumar 和 Russel（2002）的结论。一方面，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升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既

包括企业对员工的培训费用，也包括劳动力质量提升之后的工资上涨），从而促使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更多地使用资本，从而优化了企业资源配置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说明通过企业自主技

景守武、张    捷：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① 资料来源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zdt/2012-08/14/content_22041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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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升级实现的资本深化过程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吴海民，2013）；另一方面，该政策的实施提

升了企业的环境成本，加大了企业使用资源、能源的成本，并且政府通过绿色信贷、政府补贴等

方式加速了企业资本深化的进程，说明行政规制也可以促进资本深化。
 

表 3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税收减免 政府补贴 劳动生产率 资本深化

PES −0.766* 0.289** 0.594*** 1.543***

（0.408） （0.137） （0.053） （0.110）

控制变量，时间、行业、企业和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ithin-R2 0.102 0.091 0.505 0.214
 
 

六、进一步分析

（一）企业年龄的异质性

本文参考杨本建和黄海珊（2018）对企业年龄的划分，进行企业年龄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见

表 4。结果显示，在企业年龄小于 3 年时，PES 的回归系数为−0.021，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企业年

龄在 3–5 年的样本中，PES 的回归系数为 0.164，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企业年龄大于 5 年时，

PES 的回归系数为 2.297，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上述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跨省横

向生态补偿对处于相对较为成熟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劳动

生产率和资本深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企业所处行业的异质性

本文参考鲁桐和党印（2014）的分类标准，进行行业异质性检验。表 4 中的结果显示，在劳动

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PES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293、−0.181 和 2.085，并分别

在 10%、10%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新安江流域跨省横向生态补偿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

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而言，只有税收减免促进

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来说，政府补贴和劳动生产率都产生

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

作用，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的系数符号与机制回归中相一致，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表 4    企业年龄和所处行业异质性及机制检验

被解释变量 企业年龄（≤3 年） 企业年龄（3−5 年） 企业年龄（>5 年）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0.021（0.167） 0.164（0.147） 2.297***（0.109） 0.293*（0.157） −0.181*（0.110） 2.085***（0.133）

税收减免 −0.408（0.343） −0.565**（0.258） −0.181（0.393） −0.529（0.586）

政府补贴 −0.519（0.336） −0.685（0.512） −0.997**（0.394） 0.183（0.508）

劳动生产率 0.558***（0.062） 0.049（0.119） −0.240**（0.096） 0.451***（0.074）

资本深化 1.393***（0.113） −0.383（0.324） −0.267（0.224） 1.413***（0.165）

控制变量，时间、行业

和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七、结论与启示

严重的跨界水污染是中国环境保护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横向生态补偿作为近二十年主

流的保护环境方式，在世界上取得了丰富的实践效果。随着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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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实施，逐步实现由单一的解决环境问题，到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重目标转变。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是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但目前从微观企业层面考察跨界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实现机制的相关文献极为缺乏。跨界流域横向生

态补偿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安徽省和浙江省实施的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为中国运用和推广跨界横向生态补偿，创立了“新安江样板”，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动实践。生态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统筹协调，不仅需要久久为功的努力，而且需要构建长效机

制。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就是这样一种治理跨界流域水污染、解决上下游纠纷的长效机

制。本文以安徽省和浙江省 2011 年签订的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协议为自然实验，利用

2008−2013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跨界流域横向

生态补偿对受偿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论如下：（1）相对于未实施跨界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地区，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受偿地区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上具

有更明显的效果。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不仅有效地改善了受偿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

率，其实现机制也为中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且，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

偿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效果短期内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2）受偿地区在实行跨界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之后，运用中央和下游的补偿资金、自身财政、补偿资金的资金池效应和

税收减免，可以有效缓解受偿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和绿色投资；而且通过提

高受偿地区劳动者数量和劳动者质量，改善受偿地区以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为企业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注入持久动力。并且企业通过偏向于技术进步的资本深化作用，同样有助于改善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因此，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政府补助、劳动生产率的

提升以及资本深化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3）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对受偿地区的

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企业年龄大于 5 年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具有促进作

用，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则具有阻碍作用，对企业年龄不超过 5 年的企业全

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不具有显著性。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给出以下政策建议：（1）继续推动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实

施。虽然中国的市场化环境治理方式较为欠缺，但是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作为中国第一个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是中国市场化解决环境问题的有益尝试，在中央政府的积极参与

下，上下游地方政府在自愿基础上通过谈判确定其经济激励（赔偿）数额，这就具备了市场化环境

治理的基本要素。从结果来看，该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长期来看，该政

策的实施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要进一步推动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继

续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通过多轮试点，争取完善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在促进环境保护和经

济发展方面的相关机制。（2）加强对流入企业生态环境补偿资金的监督。流入企业的生态补偿

资金只可用于企业的生产技术升级改造、研发以及排污治理等方面。但出于企业自身利益考虑，

企业可能会将相应资金用于资金规定用途以外的方面。因此，安徽省和浙江省在进行下一轮生

态补偿磋商和协议签订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资金用途的详细规定，另一方面要规定并严格

执行对相关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企业要逐

步加强自身的环境责任意识，提高企业资金的健康使用程度。（3）根据企业年龄和企业所处行业

的不同，要实行差别化支持和监督的政策，避免“一刀切”的环境政策，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促进企

业发展。针对不同生命周期和行业属性的企业，根据不同的机制所起到的作用，实施异质性的政

策支持。例如，对于成熟期企业，税收减免和政府补贴的作用不明显，那么政府的税收减免和补

贴力度可以降低。而且政府在执行生态补偿协议过程中，要基于异质性企业实行不同的分配、执

行和监督政策，充分发挥企业的自主性。

景守武、张    捷：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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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rovincial Basin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Enterpris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Jing Shouwu1,  Zhang Jie2

(1. Facul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Guangzhou Huashang College，Guangzhou 511300，China)

Summary:  China takes the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shar-
ing the result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economically backward areas. On the basi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China realiz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enefits the people’s livelihood，so as to accomplish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Trans-provincial basin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s a significant exploration of China to take a market-oriented way to control cross-border water pollution，and
is anothe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owever，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horizontal compensation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In this paper，the trans-provincial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Xin’anjiang River Basin signed
by Anhui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in 2011 is regarded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It takes the database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rom 2008 to 2013 as the research sample，and uses the System GMM method to
calculat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the enterprises located in
the policy compensation area（Huangshan City）a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and the DID method is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trans-provincial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
ity of enterprises in Xin’anjiang River Basin. It is found that，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through tax relief，government subsidies，labor productiv-
ity improvement and capital deepening，and the effect is sustainable. The results of age heterogeneity show
that only when enterprises enter a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can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of industry heterogeneity show that when enterprises are in labor-in-
tensive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is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but it hinders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in capital-intensive indus-
tri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1）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ns-provincial basin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steadily.（2）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mpensation funds flowing into enterprises.（3）According to the age and industry of
enterprises，the policy of differentiated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should be implemented to avoid the “one-size-
fits-all”.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1）In terms of research content，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effect of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and further studies the imple-
mentation of basin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hrough four kinds of mechanisms for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2）In terms of data method，this paper uses the relatively new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or empirical analysis，while the DID method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ndogenous prob-
lem and improve the reliability and robustness of empirical regression results.

Key words:  basin horizont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I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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